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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拖洋油箱”是清末民国时期温州闹米风潮爆发时的一种仪式行动，抗

议者用此方法来推动罢市，并对官府、富绅与粮商等造成压力，希望能解决口粮困难

。闹米风潮的出现，在近代温州与轮粜制的衰撖、“漏海”指控、粮食统购压力等有

密切关系，也与各种地方权力派系斗争纠缠在一起。地方政府对风潮的应对，可以反

映统治方式及官民关系的嬗变。1940 年代国民党政府的粮食政策，与此前政策有重大

差异，随着政府对粮食征收力度的增强，闹米风潮越来越频繁地发生，抗议也日趋政

治化、组织化，“拖洋油箝”最终成为当局禁止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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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洋油箱，孩子们拖着你/正如拖着锋利的犁/犁过大街，犁过城市的心脏/犁在人民的肩背

上/罢市，喧嚣的呼喊起来了/罢工，城市的高大的建筑撼动了！…… 

这是唐堤所写的现代诗《骚动的城》，它描写了 1946 年温州发生的一次闹米风潮。全诗

从一个颇具地方色彩的街头仪式开始:“拖洋油箱”，即民众在大街上拖着煤油箱表达对口粮

缺乏的不满，要求商店罢市，甚至聚众捣毁米行、米厂。这一抗议仪式的传统从清末就已经出

现在温州，并且流行于整个民国时期，当地人士皆以“拖洋油箱”指代闹米罢市风潮。 

“闹米风潮”在中国古已有之。所谓“民变”、“民乱”，常由粮食问题引起。明清时期

的城市民变中“粮食暴动”就占有很大比重。学术界对粮食风潮早有关注，1941 年傅衣凌先

生就发表《明清时代福建的抢米风潮》一文，特别强调商品经济发展与风潮之间的关系。以此

为线索，社会经济史界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曾与“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结合在一起。不过，后

来在“阶级斗争”史观支配下，“抢米风潮”多被认为是一种经典的阶级压迫下自发的民众抗

议行动，或革命爆发的导火线。 

1970 年代以后有关粮食骚乱的研究，更多出现在明清史领域 3 王国斌在傅衣凌的研究基

础上对粮食流通与骚乱之间关系有更细致的分析。他特别区分了国家、市场、民间惯习三种不

同的粮食流通模式，及其对粮食骚乱带来的影响。在他看来，影响粮食流通状况的政治经济变

迁让闹米风潮发生的可能性增加在 18 世纪中国与欧洲，统治者对粮食骚乱的应对走向，反映

出两种非常不同的政治经济秩序。清代的粮食骚乱，并没有像欧洲那样引发根本性的制度革新

，或成为新型国家建构的动力。堀地明则特别重视考察粮食骚乱的内部机制，包括抢米行动之

形成、政府如何镇压骚乱、各种民间社团的表现、事后之处罚规则等，他都有比较细致的分析

。 



学者们也研究了一些比较大的抢米风潮案例。除上述学者外，毕仰高（LucienBianco)曾

从民众自发性抗争角度描述了 1932 年春漫延无锡全境的抢米风潮。他特别强调抢米行动绝大

多数都是小规模、无组织的，行动者也仅是为其家庭获得有限食物。引起学者最大兴趣的是

1910 年的长沙抢米风潮，相关论文可能有数十篇之多，涵盖制度、技术、秩序、官绅关系等

各种主题。最近的研究对“政府统治效能”更为看重，如将长沙抢米风潮之发生视作是原有控

制体系失灵的表现 3。马军亦强调政府统治力下降，无法合理应对粮食紧张及民众恐慌，是 1945

年后上海抢米骚乱发生的原因。 

在闹米风潮过程中，抗议民众通常都会以一定的仪式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比较传统的

请愿形式包括“执香”、“抬城隍”等。抗议者在动员群众时也采取“鸣锣”、“揭帖”等形

式。这种在特定时间空间的行动不同于日常不满的表达，带有强烈的宣告意味，其形式有时颇

具表演性，这些或可被认为是一种街头政治仪式。当然，如果粮食骚乱造成严重后果，政府自

然会禁止那些仪式，民众后来可能又会发明新的形式来表达抗议。清末民国时期温州街头出现

的“拖洋油箱”就是这种闹米风潮的仪式。清末以降，温州粮食问题就越来越严峻，到 1940

年代后半期，米粮危机愈演愈烈，闹米风潮也一波接一波，对地方政治、社会均造成重要影响

。闹米风潮背后的问题，不但涉及不同时期的政府治理模式，亦与官绅互动机制的变化有关。

贫民、地绅与官员三者之间的博弈，都可以从风潮过程中窥见一斑。那么，近代中国闹米风潮

的历史，前后究竟有什么变化？其形成机制如何？抗议人群如何聚集？他们又使用什么样的“

仪式”传递其想法？官方如何应对这种抗议风潮？本文将聚焦于温州，考察闹米风潮背后地方

权力结构的嬗变并分析“拖洋油箱”这一抗议仪式的特点及其演变。 

街头仪式及其信号意义：“拖洋油箱” 

最迟到 1863 年，煤油就已经进入中国，煤油箱亦随之成为中国城乡社会常见的器物。这

种由铁皮制作的长方体容器，不但坚固耐用，而且功能很多，人们可以用它来充当盛器，也可

以作报警器、甚至武器。在浙江、江苏等一些地方，人们也用敲洋油箱代替原来传统的“鸣锣

”方式，作为聚集民众的手段清末温州即开始普遍使用煤油，民国时期瓯海关的煤油进口量已

超过了浙海关。温州闹米风潮之中，“拖洋油箱”则成为一种标准的仪式行为:人们用绳子系

在铁皮制作的煤油箱上，在石板铺成的街道上用手拉拽着快速行走或来回跑动，一个人紧接着

一个人，一起发出“轰隆隆”的巨响，路旁的商店、业者看到这种行动，或听到响声，通常会

迅速将店门关闭，否则商店就会面临被捣毁的危险，被动的罢市亦迅速得以实现，米风潮开始

。 

目前笔者能查到温州民众以煤油箱作为抗议工具的较早案例发生在 1896 年。据《申报》

报道，这年 7 月，瑞安民众声称米贵，反对地方殷富向外地粮商售谷，“鼓集少年沿街吵闹”

，县令苏运卿即率队弹压，欲解散游行队伍。抗议者不但不听，“反将煤油箱沿途敲击”，“

纠众成群”，将当地大绅孙仲容家门壁捣毁。这一则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细节:“少年

”与“敲煤油箱”。 

由于集体抗议行动可能会招来官方的惩罚，因此，在近代温州闹米风潮中，通常都是以少

儿为前驱，令其敲击或拖拉煤油箱高喊“罢市"。这种稚童策略，既让官方在处置时左右为难

，亦可增加行动的灵活性。1906 年，也是在瑞安城区，贫民以无米可粜，遂“遣童子沿街击

洋油箱为号”，全城各店市一律关闭罢市。到民国时期，儿童在米粮抗议仪式中更扮演着导引

性角色，不论游行队伍长短，至少从仪式上来看，多是从孩童拖洋油箱开始。 



不过，在仪式动作上前后似乎有差异。较早抗议者都是以“敲”煤油箱发出声音。“敲煤

油箱”与传统的“鸣锣”相似，既有集众之功效，亦含有警告示威之意。如 1906 年 3 月《申

报》称瑞安贫民“以煤油箱代锣沿街击令罢市”。民国时期温州米粮抗议便基本上以“拖”或

“拉”煤油箱为常见行动。如 1912 年初瑞安闹米风潮，贫民要求平粜，即“拖洋油箱于各殷

富门首，屡示恐吓手段”。到 1916 年，这种“拖”的办法似已普及开来，村镇民众亦可能因

日常矛盾采取此一举动。张桐在其日记中曾记称有“无赖”要求粜米，唆使数百人“出拖洋油

箱”到其侄家闹荒。到 1940 年代，“拖洋油箱”便成为闹米罢市风潮标准代称。唐堤《骚乱

的城》一诗，其起首句就是“洋油箱，孩子们拖着你”。 

拖拉煤油箱之仪式行动，通常是在石板铺就的街道上进行，其目的是要将抗议扩大化，威

胁商店罢市。罢市之后，商人无法正常营业，不但经济上损失，而且容易让地方秩序紊乱。民

众日常消费受到妨碍，无业者或“地痞”一类游民亦可能趁乱滋事。因此，罢市一旦发生，官

府与地方商绅均大感压力。即使只有几个小孩在街道上拖动铁箱，街道两旁的店主都会非常紧

张，担心自家成为攻击目标，人身财产 

遭受损失。由于罢市是抗议者首先要达到的行动目的，因此，抗议行动通常发生在繁华的

商业区，如温州城区以五马街为中心的店铺集中区域，拖拉煤油箱的人边喊边跑，原来热闹的

街道，便有可能因店家关门迅速变得冷清下来然而，这种突然的举动未必人人能够听从，于是

比较激烈的抗议者就会以暴力对付那些不配合者。1946 年 6 月 10 日，温州爆发大规模闹米风

潮。在五马街、南北大街、县城殿巷一带，出现成群结队的游行队伍，每队均由孩童数人拖油

箱作为前导，后面则紧随“手执铁器木棍”的“短衣民众”，发现有商店未完全闭门停业，即

行捣毁。为了造成全面罢市，抗议者连菜场亦不允许买卖，同时对那些依然上街之烫发妇女或

穿长衫者，以剪刀强行剪其头发或衣服，街道上遂人迹寥寥。如果人力车夫把客人拉到五马街

，客人就会被抗议者以“罢市”为由强行拉下车，并把三轮车车轮的气放了，使其无法继续营

业。 

新的抗议仪式的使用，不一定意味着传统抗议方式就被放弃。如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

的“执香请愿”的形式，较晚清出现的“拖洋油箱”要和缓得多，故有时候仍会被人们使用。

1912 年 1 月，温州米粮来源濒绝，米铺相继闭歇，人心惶恐，地方老人遂各执炷香至军政分

府请愿。1940 年 11 月，为抗议民食无着，温州复出现老人集体执香到县府请愿一幕。老人执

香与孩童拖油箱，都具有弱势群体被逼请愿之意味，亦表示米荒的严重程度，但后者则直接与

罢市相连，更带有胁迫强制他人参与之色彩，有时候抗议者会同时采取这两种仪式策略，以对

官绅造成更大的压力。 

在温州，这种拖油箱罢市的抗议方式不仅在闹米风潮中使用，当地方发生其他类型集体行

动时，亦可能出现。据说 1919 年乐清县学生救国会的学生就曾“拖着煤油箱沿街奔跑，向群

众宣传不购买日货，监督商店不出售日货”。亦有人回忆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比较偏僻的

瑞安大齿镇上，一旦出了重大事件，即有人拿着马口铁煤油箱在镇大街上边拖边喊，于是全部

商店、居民都关了门，罢市之后，“整个大带街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之中”。可见，“拖洋油箱

”后来在温州地区可能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罢市抗议符号。 

闹米风潮的若干成因：粜、“漏海”与统购 

为什么会出现闹米风潮？那些在温州街头拖着洋油箱罢市的人，其诉求为何？针对对象又



是谁？闹米风潮，简而言之，当然是与贫民获得粮食之渠道发生障碍有关，无论是米贵，还是

供应不足，都会直接引起民众对粮食安全的担忧。米价季节性的涨落都是正常现象，但为何有

时幅度不大的米价上涨会引发严重风潮；有时粮食断销却没有出现大规模抗议？我们必须从具

体的历史制度与地方政经环境来作分析。 

清末温州的米粮抗议，其实多以富户“闭粜”为理由，这可能源于传统荒年救济惯例。远

在春秋时代，“劝分”法就已出现，即官府劝谕富户为贫民举办平粜。至宋代，它已成为政府

办理荒政之重要举措南宋绍熙年间瑞安知县董熠所著《救荒活民书》即将“劝分”列作主要赈

灾办法。所谓“劝分”，最初可能是官方劝谕富户自动举办平粜救济灾民，但到宋代劝分政策

已从自愿发展到强制。强粜大户余粮（乂称“发廪”）为劝分主要办法，至少在南宋温州已有

官员在使用。 

官方强制“发廪”，显然对富户不大有利。可能在贫民闹米及官府强制劝分双重压力下，

地方社区合作性质很强的“轮粜”制度便在温州应运而生，即富户按照田亩数派定粜米数额，

按规定之平价轮流售给贫民。这套制度在清末民初温州地方文献中被称作“轮粜”“粜门牌米

”“庄米”等。瑞安乡绅赵钧在其 1834 年的日记中即记道“自五月十五 H 城市饥民劫乱后，

到处减价轮粜”。1898 年当地另一位乡绅张桐亦在日记中称“自家粜门牌米”，并请族长、

房长坐局监督。1906 年张又记曰“外间因米粮贵价，有立局粜门牌之议”。到 1921 年，张家

仍在“值派平粜门牌米”。民国时期，平阳县则有采取富户按村庄派米的办法。到 1939 年 5

月，平阳仍有村落取此种传统轮粜办法，具体办法是“有谷之家”各出米 600 斤，按定价办理

平粜 3 个月。 

由于有这种地方惯例，遇到灾荒或米粮紧张，贫民便要求官府或绅富开仓平粜，这也符合

斯科特所谓“道德经济”伦理。闭粜，无论出自官府或富户，在地方都有可能激成民变。富户

若拒绝贫民求粜要求，则有可能引发严重纠纷。1896 年 5 月，瑞安贫民就曾以“不出粜”为

由冲击瑞安巨绅孙仲容家。十年后，同城又发生地绅胡合发被邻居控以“有谷不肯粜”，引起

“公愤”，童子沿街击洋油箱为号，全城遂罢市，胡姓住屋被人们捣毁。是年秋，在瑞安韩田

镇，亦有陈澄九因拒粜导致求粜者自杀引发纠纷。1916 年，瑞安汀田乡民众曾拖洋油箱到地

绅张组成家大闹，也是因为他家不愿意按平价粜米平价通常成为贫民诉求的焦点。一旦地方米

价升高，在温州府城及各县城的贫民，便会向官府请愿，希望地方官立即出示平价，强制富户

开粜。官方是否能及时公布粮食限价，成为影响贫、富两个阶级博弈的重要因素。在温州一些

村镇，轮粜谷米定价通常由村庄或宗族内部商议达成。有时族内有力 M 之人出头与各轮粜之富

户谈判。对这种集体议价，富户为免除暴力往往只能接受。不排除有富户会在平粜过程中少 M

增加谷价，贫民若请延长轮粜亦可能主动加些谷价。 

在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中，地方官有责任关心收成好坏与灾荒程度，并监控本地粮价走向

。若民食出现问题，地方官便应及时采取救济办法。否则若发生大规模闹米风潮，官员便要被

追究责任。1890 年 5 月，《申报》曾刊登新闻指平阳江南贫民聚众千人闯人瑞安赈局抢米，

即有人投书称该县县令在事发后“已谕令各社仓董暨富户排 H 开办平粜，民情安然”。从这个

反应来看，地方官是很担心外间指控其不作为造成抢米事件。1911 年 5 月，有人就在报纸上

发表看法，断言官员如果事先对地方米价认真调查处理，米价上涨后应对有方，风潮就不容易

发生。如官府不能迅速出示平价，或安排平粜，那么贫民的暴力行动很可能会从抢富户、米店

发展到捣衙门。在晚清以后的温州，官衙被砸毁亦是常常发生之事。如前提 1898 年闹米大风

潮中，民众将设在温州城区的道、府、县三级官衙都砸毁。1912 年 2 月瑞安曾发生闹米风潮



，也是因贫民要求继续办理平粜不遂，迁怒于县知事，最后巡防营开枪造成流血事件，县署被

捣毁。 

除闭粜外，在温州，无论是贫民还是地方官府，对“漏海”亦极为关注。所谓“漏海”，

通常指违反官方规定限额或未经报批给照将米谷由海路私运的行为。地方贫民，在粮价高昂时

，一方面要求低价平粜，一方面希望禁止粮食外运，以便余粮户被迫降价出售。但所谓“漏海

”在实际中并不一定指将米运往外国或他省，本省内部调剂亦可能招来指责。1896 年 7 月，

瑞安民众便称地方米贵皆因地方殷富向县外粮商售谷。有时地方士绅也会向省级政府上书，请

求严禁商人采办粮食运出。即使粮商获得政府合法执照，买妥的粮食因为被阻拦或抗议也未必

能顺利运出。19D 年，乐清、平阳等地，均有米商使用浙江省政府的执照从当地办米出洋，却

被当地士绅民众阻拦。 

浙江南部地区之米粮市场，本有所谓“丽水靠松阳，温州靠平阳”一说，指的就是平阳与

松阳两县有供应温、处两府府城谷米的义务。然而，1920 年代之后，随着粮情紧张，各地禁

阻遏粜，米禁森严，这种“府米制”便受到破坏。如 1927 年平阳当地绅民便反对将粮食运出

，甚至区乡之间运米，贫民也会以“漏海”为名抗议罢市。1946 年，亦有人在温州地方报纸

声称“米所以这么飞涨，都是一些乌良心的尤杀不赦的米蛀虫，丝毫不顾恤穷民们的命，却把

一袋袋的白米，或明或暗的漏出海去”。以此原因，每次闹米风潮发生，紧随着拖洋油箱、罢

市而来经常便是在“漏海”指控下发生的“打米店”。1912 年 3 月，玉环贫民暴动，聚众砸

毁米店 17 家。1927 年 3 月，温州城区“乱民罢市闹米”，各米铺均遭捣毁。1929 年，瑞安民

众将城内外“百余家”米铺全捣毁。有时暴力行动会酿成严重后果。在 1911 年 7 月温州抢米

风潮中，不但各家米店被砸，“楠溪饥民”指洪裕顺米店店东洪筱山是“漏海巨魁”，将其群

殴致死。激进者亦会攻击地方官员是“漏海奸商”的保护伞。1919 年 8 月，温州城区的学生

郑振铎等人就在自己办的刊物上对当时瓯海道尹黄庆澜处理大米私漏案不满，称其是“漏海道

尹”。 

1920 年代之后，机器碾米业在温州开始兴起，碾米生产效率提升，使加工后的大米外运

更为便利，温州民众在粮食紧张时就会将这些机器碾米厂视为“漏海”帮凶。后来的米风潮中

，碾米厂亦成为重要的攻击目标。1926 年，当民众开始指责碾米厂时，地方官员为了平息民

众怒火，下令碾米厂停止营业。然而，碾米厂停业，可能会加剧地方米粮危机，如果从外地紧

急采购稻谷进城，亦来不及加工供应给缺粮民众。有时，米厂老板为了避免损失，听到罢市风

声自己先把机器拆卸保藏。因此，1947 年温州专员余森文在风潮中曾特别下令禁止米厂私拆

碾米机，为警告他们，余甚至将一个米厂老板游街示众。当局之所以对米厂采取如此强硬办法

，亦是与国家粮食政治的变迁有关。 

1930 年代之后，特别是中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加强粮食统购，这一方面推动了地

区性的米价攀升，亦使得各地区域性粮食市场出现更大问题。各地为完成征购任务都倾向于采

取遏粜办法。到后来，随着粮食统制越来越强化，地方米禁亦越严厉，于是县与县之间不通，

区、乡、村之间可能都会互相隔绝，缺粮区便会陷人严重的粮食危机。原来就很脆弱的地方粮

食供应系统，如果遇上大规模的官粮征购，其压力是显然的。所以当民众捣毁碾米机器阻止粮

食外运时，地方官员可能更担心他们因此无法完成粮食征购与加工任务。尽管民间舆论一直把

目标指向富户与商人在“漏海”与“囤积居奇”，但这也许是一种回避问题本质的策略。大规

模闹米风潮在温州一波接一波发生，这背后与政府的粮食统制及军粮征购等密不可分。 



国民党政府为征购粮食而设立的垂直粮食管理系统，对温州当地的粮食问题产生很大影响

。在粮食事宜上，原来的行政官吏由负责地位转为协助地位，而后来设立的粮食管理处（后改

称“田赋粮食管理处”）承担起大部分的责任。粮管处为催征粮食常对地方富户施加压力，甚

至以暴力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富户自顾不暇，自然不愿意再办平价轮粜。同时，地方粮食主管

部门为完成任务，严禁私商运粮出口，粮商必须获得许可证照官价采买，谷米价格亦由粮食管

理部门以行政命令颁布。但市场行情变化迅速，过于苛刻的管制办法，便常使得粮食来源断绝

，风潮亦容易发生。1940 年 11 月，浙江省粮食管理处副处长朱惠清到温州主持召开第八区各

县粮食评价会议，评定永嘉谷价每百斤 13 元。瑞平乐等县谷价每百斤 11 元，随后城区各粮商

以定价太低纷纷关门歇业。贫民无处可以买米，闹米风潮随后发生。所以到后来，闹米风潮越

来越带有政策性色彩，非此前季节性缺粮这么简单，连秋收新粮刚上市也可能发生剧烈的粮食

骚乱。 

权力、派系与闹米风潮之政治化 

如拉吉•帕特尔（RajPatel)与菲利普•麦克迈克尔（PhilipMcMichael)所强调的，“粮食

骚乱”从来不是简单的主食需求问题，而是供给政治经济学的议题。骚乱常常标志着政治经济

安排的重要改变，因此，必须通过研究内部政治争论与权力斗争才能了解清楚 3。从近代中国

粮食骚乱情形来看，地方性的抗争，其背后也往往涉及国家权力结构的动荡。表面上来看，闹

米风潮通常是贫民与富绅的斗争，但从温州的故事来看，“拖洋油箱”的策动因素非常复杂，

各种势力间的权力博弈隐于种种仪式行动之中。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党派力 M 的介入使问

题更加复杂化。1 科 5 年之后，地方权力竞争更为激烈，民食问题亦日益政治化，甚至影响到

闹米风潮的仪式过程。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温州地方士绅与原有驻军头领等人为了争夺新政府的控制权，

曾有剧烈的斗争，其过程常与粮食问题交杂在一起。经过短暂混乱，徐定超正式担任温州军政

分府都督，他一上任即颁布告示，宣布城乡绅富及各米铺已议定米价，要求绅富与米铺按规定

平价出售米谷，并严禁运米出洋。因此，至少从温州来看，政局稳定是以米市稳定为标志的。

当时有人自称调查员，警告徐氏要设法平定谷价，否则米谷同价，米商必会罢市，舆论亦会认

为其办事不公。这也反映出不同派系均会从米谷问题人手试图削弱对方势力。 

平阳县的“光复”也与“闹谷”风潮结合在一起。当杭州被民军占领的消息传来，平阳地

方官绅即开始筹划如何稳定秩序'他们想与还未离任的知县尽快商定谷价并对外公示，以免贫

民借机生事 9 然而，此时新政府如何组织尚未明朗，一些政治投机者也活跃起来。1911 年 11

月 11 日，正当黄光等城区士绅在县衙商议悬旗事宜，“拖洋油箱”风潮便开始出现，商家被

迫罢市，抗议民众要求即刻定谷价。根据黄光的记载，贫民闹事，是由万全乡绅董宋仲民等人

鼓动起来的，宋欲乘乱夺权，被“煽动”者则是南门一带的民众，盖其表兄陈载甫是南门巨绅

。黄光这一派想在新政府权力架构中排斥其对手，宋氏在背后鼓动“闹谷”，则希望以这种行

动来胁迫县官及黄光一派向他们交权。在宋召集的大会上，宋仲民提出降低谷价的诉求，以示

好于支持他们的民众。但其打击目标正是几位正在经办本地光复事宜的士绅们，这些人的家最

后也被捣毁了瑞安的地方派系情形似乎更为复杂，粮食问题也时常会成为争执主题。当地从晚

清开始就因学界权力等纠纷造成所谓“陈党”（以陈黼宸为首）与“项党”（以项湘藻为首）

两个主要地方士绅派系。这种绅界党争，在后来与民族主义或其他新式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

常会在地方产生剧烈反应。1919 年“五四运动”期间，瑞安发生“拖洋油箱”罢市风潮，民

众群起攻击米店，被人指为支持“奸商漏海”的商会会长鲍漱泉住宅被游行者捣毁力。鲍到县



署控告其对立派系蔡纪泽等人煽惑造事，刺激贫民对商人施加暴力，蔡被迫避往上海。当地士

绅张桐曾慨叹该案是“陈、项两党之余毒”，蔡与鲍两人均有律师身份，但属于不同派别。 

到 1927 年后，温州地方政治权力更加分化，官绅关系紧张，派系斗争也越来越多元。从

官府的角度来看，除永嘉因属附郭县，道、府、县三级官衙皆同处一城，其他县原来主要有一

个权力中心——县署。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权力便为县长、党部及参议会等机构所共享。在粮

食问题上，各县后来又增设了直属于省主管机关之粮管处，其地位在战时跃然于县政府之上，

这就加剧了地方的权力斗争，闹米风潮也以更猛烈形式爆发出来。1940 年 11 月温州城区的“

庄强华米案”即是一例。 

1940 年 10 月，正值秋收粮食征购高峰，各县为完成任务禁止粮食出口，温州城区粮源紧

张。温州专员公署颁布“永嘉县粮食管制及调节实施办法”，要求对全县范围内之粮食进行彻

杳登记，米商购粮需提前申请。为解决城区粮食困难，准备设粮食公店一所，负责公教人员与

城市居民米粮供应，资金 50 万元向绅富劝募，带有统销性质。专员张宝琛强硬表示要“以政

治武器，建立公卖制度，以经济力 M，平稳市面粮价”。但这种粮食管制办法执行效力并不太

佳，到 11 月 17 日温州黑市粮价最高已到每百斤 30 元，粮食公店开业日期也一再延期，有人

结队高举“反对粮食公店展期开幕旗帜”到粮食公店筹备处请愿。18 日就发生大规模“拖洋

油箱”罢市抗议，民众蜂拥至县政府要求立即解决缺米问题，遭到县长庄强华的斥责，抗议者

向庄投掷物品，庄在混乱中下令开枪，请愿者伤亡十数人，县政府被捣毁这次风潮，与当时地

方党政矛盾、官绅矛盾有密切关系，其发生更反映了地方各界对浙江省战时粮食管理政策的强

烈不满>三民主义青年团总干事李东藩在幕后起重要作用，他先是公开指责粮食公店计划，指

当局用人不当。然后，李又在地方报纸上发表文章《民以食为天》，支持贫民采取行动。李也

以三民主义青年团永嘉分团部名义举行食粮问题座谈会，批评政府粮食管理政策。永嘉县党部

也公开反对浙江省战时粮食管理办法，要求允许粮食由流通。不仅党 W 力 M，温州各地方法团

也联合致电浙江省府，指粮管处的成立及其颁布的粮食管制办法，是造成温州城区食米来源断

绝与地方恐慌的原因。由于粮符处是众矢之的，应各界代表要求，温州保安司令部在 18 日下

午即要求该处暂停工作，设立平粜局。与清末民初的一些闹米风潮很不相 M，此次骚乱过程中

，地方官员与士绅（包括国民党党团领袖）成为公开的对立面。 

1945 年后温州的政治权力结构更趋复杂化，对粮食问题影响益巨。以 1946 年 6 月永嘉闹

米风潮为例，新成立的参议会成为重要角色。表现最积极的参议会副议长李国栋是《浙瓯 U 报

》社社长、永嘉县新闻记者公会主席，他本来就厲于永嘉县国民党内部之钺福权一派，此时又

与商界领袖翁来科结盟，他们公开站在风潮前列。另外一方面，当时原温州专员张宝琛正准备

卸任，新任专员余森文尚未到温州，后者则与中共已有联系。中共永嘉县委书 i 己曾绍文此前

也下山潜人温州，“全力支持饥民的斗争”。正是在这种极为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剧烈的闹米

风潮爆发，“拖洋油箱”群众沿街游行，强迫店家罢市这次风潮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

学生的强力介人。罢市风潮发生后，李国栋即致函温州中学，请学生调解米案，称人民对政府

及参议会等已失去信仰作为“饥民”代表者的英士大学和温州中学的学生，于是站出来与政府

官员进行谈判。两校学生自治会组织“平粜基金劝募队”，挨户筹集资金，送交民食调节委员

会开办平粜。英士大学设置检举箱，让民众举报“漏海”、“囤积”等线索。其实这两个学校

的学生会以及永嘉县学生联合会、平粜委员会都已有中共党员渗入幕后政治力量的介入，使这

次风潮不但持续数天时间，仪式行动上也有许多变化。组队游行、“拖洋油箱”之后，有散发

标语者、高喊口号者，亦有手持剪刀强剪女人烫发与男人长衫者。甚至有一人执国民党党旗，

“大舞特舞”。游行队伍除贫民外，也有统一着装的“壮汉”与组织化的学生。这与普通粮食



骚乱的仪式已很不相同了。此种政治化的闹米风潮，较早也出现在乐清。1946 年 3 月，当地

“拖洋油箱”游行时，有人一面呐喊，一面散发传单，所喊口号包括“民以食为天”、“有钱

买不到米”、“城区民众快要饿死也”、“打倒奸商囤粮殷户”等。这种做法政治组织指挥的

痕迹比较明显。1947 年，这种形式的“拖洋油箱”罢市在瑞安、泰顺等地均曾出现，除了幕

后政治，粮价高昂也影响到学校膳食，故学生介入风潮后来成为常态。泰顺师范学生为了造成

罢市，干脆直接自己拖拉洋油箱在大街上奔跑，并抓了一个“奸商”戴上高帽“游街示众”，

造成数千人参与的大风潮，所喊口号开始包括“反对内战”、“反对苛捐杂税”一类政治用语

。这种政治化的闹米运动可能使事件迅速激化，暴力程度也可能上升。1948 年 1 月，有报纸

就直接称拖洋油箱者为“罢市队”，称其“虚张声势，状至凶悍”（《浙瓯日报》1948 年 1

月 11 日）。这与二年前同一份报纸所发表谴责开枪射杀抢米贫民的同情性报道形成鲜明对比

。 

米案应对与地方政治变迁 

民众抗议及其应对也是一个象征，能反映地方政治变化的脉络。通常来说，官方对闹米风

潮的应对不外乎是以下这些步骤:规定平价、采购米谷、举办平粜、劝谕开市，镇压闹事者。

时空环境不同，处理方式也会有差异。 

平价之规定，清末温州通常都是先由官绅合议，地方官处于主动地位。1906 年瑞安罢市

捣毁绅屋事件发生后，知县即令人拿自己名片邀集城乡士绅进署商议谷价\不过到辛亥革命前

夕，官绅地位似有变化。1911 年 7 月温州城区米潮发生后，知府要到商会去与各商董商 M 米

价$。在平价问题上，官绅立场不同，意见有时未必一致。1890 年平阳米贵，抢案频生，县令

沈懋嘉欲出示平价，就遭到士绅反对。他们担心米价一定，贫民即可要求富户依此平粜，但米

行与富户不愿意吃亏，就会形成无米应市之僵局。当然，反对者可能就是那些余粮较多的富户

。但如果不定价，贫民亦可以米贵为由集体抗议，甚至抢米。官府为稳定秩序，即使遭到士绅

反对也有可能单方面公布定价，以免自己承担责任。但牌价较低，有时不但问题无法解决，情

形可能恶化。 

就近代温州情形而论，越到后来，官绅合议的色彩越稀薄。1927 年之后，从地方层面来

看，“官府”的权力大大增强，原来属于官绅合作层面的“定价”、“平粜”等事宜，也越来

越由官府主导。战时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严厉的粮食管制政策，官绅关系较从前大不相同，地

方自主的程度相对也比较低。当地方官员面临越来越大的上级压力，自然无法像此前那样与地

方士绅和平商议办法，推行强制性征收制度的同时，官绅间的裂痕也在扩大。在闹米风潮问题

上，官绅不能合作经常使民食矛盾激化。新兴的国民党党团精英也未必能与行政当局保持相同

立场，这就是 1940 年代温州大规模米案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 

从对闹米民众的处罚也可以看出政治变迁之轨迹。按传统政治伦理，官方一般对闹事饥民

倾向使用“宽禁捕”之政策，即不大主张严厉镇压处罚闹荒之贫民。但在政治权力不稳时官方

又多采取严厉办法。早在南宋，辛弃疾即在江西提出“闭粜者配，强籴者斩”之政策。到近代

，各地官府觉得无法控制局势便会以强硬方式来对付抢米穷人。1906 年 7 月，由于江浙各地

闹米成风，两江总督周馥便要求严惩“抢米匪徒”，情节严重者“照土匪例就地正法”。辛亥

革命后建立的浙江军政府亦曾不惜打破传统惯例以枪决抢米犯来树立权威 9)。在温州，我们

亦可以看到，1898 年温州镇总兵刘祥胜即当场枪毙两 



名到总兵署“哄闹”的贫民 1927 年 3 月，浙江的直系部队在与北伐军对抗时，为了尽快

平息当地闹米风潮，其颁布的应对办法亦规定“有聚众滋闹者枪毙”。后来的温州专员张宝琛

更喜欢在布告中使用“即予逮捕”、“格杀勿论”等字眼显然，此时的地方统治者已远离“宽

禁捕”一类恤民之术了。 

然而，暴力镇压有时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激化贫民抗争行动。民众的集体行动，可能都

是与其对传统制度、惯习的记忆理解有关。正因为传统荒政伦理中有宽恤的成分，因此，地方

舆论对官府应对也有一定心理预期。1911 年 11 月平阳士绅宋仲民强调“闹谷”是贫民的“本

分”权力，便是这种心态的反映。1946 年 6 月闹米风潮发生后，《温州日报》亦曾发表社论

，指民众没有米吃起来拖洋油箱罢市，作示威运动的抗议，是“天经地义之事，不能非议”。

在这种舆论环境下，官府如果以暴力对付抗议贫民，显然会让后者觉得不公，甚至激起众怒。

闹米风潮最后酿成人命案件或造成剧烈的官民冲突事件的，其实多半是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

1911 年 7 月温州闹米大风潮，贫民殴官毁署，便是与抓人有关。一开始永嘉县役抓获两名扒

抢富户的贫民，准备让检察厅起诉，再交由审判厅。结果引发数万民众到审判厅索人，最后温

州的道、府、县三级政府长官都到场劝解，允许保释两名“扒抢犯”，但法庭仍被拆毁，刑事

庭长秦肇煌更被“裸拖殴打”，当局派兵始救回。 

一旦发生严重事件，对地方官员的声誉显然会造成很大影响，甚至受到上级处罚。1898

年温州总兵刘祥胜在下令开枪后即自请处分。1940 年永嘉县长庄强华由于镇压闹米贫民，酿

成重大血案，最后被记过处分。事后《东南日报》也发表社论，认为“粮食政策不变更，管理

办法必需改善”，批评黄绍闳主政的省政府在粮食管理问题上处置不当。1940 年代在温州的

地方主政官员，民间舆评都不大佳，很大程度是与对民众抗议的应对办法比较强硬有关。曾在

温州担任 6 年专员的张宝深与地方绅民关系就非常紧张，1946 年 2 月闹米风潮之后，浙江省

政府决定将其调离温州，但他准备离任时又爆发了声势更浩大的闹米案。 

这种频繁爆发的民众抗争亦提醒我们也许要多从地方的角度来思考评估所谓“现代国家”

在中国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如蒂利（CharlesTilly)在其研究中所指出的，暴力仪式与制度差

异密切相关。当政府统治能力较高，暴力仪式或秘密发生，或在政府规定的范围之内出现。但

是，如果统治能力较低，暴力仪式公开发生的概率更大。至少从基层政府来看，战后的政治情

况，确实与蒂利所说易产生高频率暴力仪式的“低能力非民主制度”有点相似。 

1940 年代，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威信显然在不断爆发的米潮中遭受损害。张宝琛指温州的

米荒是“假米荒”，是心理恐慌不是真的缺粮。但这种“心理恐慌”，亦反映出民众或市场对

政府的不信任感。战后温州米案频生，就有人担心当地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提出所谓“树立政

府威信”的问题。论者指如果还要政府存在，就应该让现政府的官吏有权力控制地方，推行政

治。尽管当时报纸刊出此种意见或是向新到来的专员余森文示好，但温州学生掌控闹米风潮善

后事宜其实已说明当时政府威信之孱弱了。英士大学学生自治会，在该校迁离温州时，还专门

在报上发表文章，指闹米风潮之症结在于官、民隔绝，政府只知道用“暴民”、“格杀”等词

语来表现自己的威严，因此无法得到民众信任。 

吊诡的是，从战时及战后历史来看，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合法性在基层

迅速流失，另外一方面，当局在资源汲取方面政策又越来越激进，这就使得其统治陷人僵局。

政治合法性流失，补救办法当然是多采取安民政策，同时开放民意，容忍异议。应该说，国民

党政府在战后之所以要求各地成立参议会，举办普选，至少在理性上是意识到要挽救合法性危



机。但是，形格势禁，一次次闹米风潮后，我们至少从浙江所看到的是越来越严厉的粮食管理

办法的出台。1941 年，温州专员张宝琢兼任永嘉县长，大力鼓励民众举报富户存粮，甚至亲

自到地主家里搜查粮食，同时严加限制粮商经营利润，规定不得超过成本 10%，并禁止商人停

止营业。战后，浙江省政府试图以“粮食节约”的名义控制粮食消费，如禁粮酿酒、禁止碾制

精白食米及头等面粉。温州专员公署甚至曾颁布命令，敦促各县县长劝导人们在端午节的时候

不要互相馈送粽子，称此举是将“正当粮食作无谓靡费，而且以灰汤煎煮，有碍卫生”。为了

能够加强征粮效力，派军队到户催征后来也成为常态。 

由于地方政府权威不彰，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战后国民党政府特别强调采取中央督导的

办法，粮食方面遂推出所谓“征粮督导团”的制度。1947 年 3 月，粮食部征粮督导团江浙区

主任委员、江浙监察区监察使朱宗良便率督粮团到温州视察，主持粮政督导会议，要求各县党

团、参议会首长均须出席。朱氏一到温州，就把目标对准“士大夫阶级”，亦各地富绅地主，

并警告地方官员不准徇情。 

在这种情形下，原来作为民众抗议仪式的“拖洋油箱”当然成为政府眼中应禁止之非法举

动。1945 年后，温州专员公署一再颁布告示严厉禁止市民“拖洋油箱”。1946 年 2 月，张宝

深在告示中表示：“人民如有意见，仅可派代表向政府请愿，并可协助政府，检举抬高米价之

奸商及屯户”，禁止鼓动风潮，如果“拖洋铁筒鼓动人民，成群结队哄闹，或冲入机关工厂捣

毁设备，抢劫财物者，即以扰乱治安论。当以严厉手段对付之”。4 个月后政府在处理闹米风

潮的命令中也有“严禁以拖油箱，罢市等威胁政府，扰乱治安”一条。暗中与中共建立联系的

温州专员余森文 1947 年 2 月也曾下令禁止拖油箱，违则以“捣乱治安”治罪，为了避免有人

藉词“顽童捣乱”，他还特别表示如果有孩子在街上乱拖洋油箱则严厉处罚家长。对这种米粮

抗议仪式的取缔，显然暗示地方政治文化已与此前迥然相异了。 

结论 

中国民众表达抗议的方式，有其自身悠久传统。一旦原有抗议形式被官府取缔，民众可能

又会发明新的抗议形式，因此，抗议仪式一直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拖洋油箱”即近代温州地

方民众在闹米风潮中使用的一种抗议仪式，他们使用从国外输入的一种新物体——铁皮煤油箱

——来充当聚集人群并发出警示声音的工具，并将这种器具与孩童行动结合起来，有效地制造

出新的闹米风潮讯号。 

闹米风潮是贫民在粮食短缺时的抗争行动，迫使官府与富民、商人等在民食问题上不得不

采取更为理性的办法。传统中国政治伦理的形成，也多少得惠于这种基层抗争的历史。这种民

众抗议权对于维持政治经济生态体系的平衡极为重要，因为频繁发生的粮食骚乱在一定程度上

使得不同阶级之间积聚的矛盾得以释放，从而让政治社会生态系统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调适。

从这点来看，近代温州民众使用“拖洋油箱”来作为风潮警示符号，确实带有“社会安全阀”

的作用。当然，如果地方政治经济生态内部原有平衡体系被破坏，政府官员与地方绅商对贫民

发出的信号没及时作出反应，抑或抗议并非自发产生，而是受背后政治权力派系操控，那么所

谓“闹米风潮”就有可能酿成对地方秩序极有破坏力的严重骚乱。如王国斌所称的，闹米风潮

往往是粮食供给传统破坏后的一种后果。但民众对粮食短缺的反应能变成抗议行动，更多的情

形下与官、民、绅三者的关系直接相连，同时，政府如何看待粮食问题也很重要。因此，不同

的闹米风潮其背后的动力可能亦有差异。前近代时期的闹米风潮，可能更多的与市场、灾害、

季节等因素造成的粮食短缺有关。但到近代，风潮更多与政治权力斗争及国家粮食征取量上升



有关。在自然性、季节性的缺粮情形下，官府在自己无力解决的情形下，通常会要求富户开仓

平粜，这种强制性调剂往往能满足贫民的需求。但是后来的缺粮更多是与政治安排有关，因此

，无论贫富，都可能站在官府的对立面。政府除了放松粮食政策外，并无其他有效办法来解决

问题。 

从官府对民众闹米风潮的应对与处置，亦可以看出官绅关系的变化。魏丕信认为清道光末

期开始，在赈灾工作中，官僚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小，而地方乡绅管理的赈局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富户不得不动用自己的粮食储备，以免社会秩序瓦解。从温州历史来看，至少在 19 世纪中

叶，官绅还在合作处理贫民粮食短缺问题，政府的作用不可低估。到 1920 年代中期，地方官

府监督下的富户轮粜制仍在运行。南京政府成立后，国家从地方征收的粮食越来越多，政府官

员也不再将工作重心放在平衡贫、富阶级与解决贫民口粮短缺等问题上。在这种背景下，官绅

关系开始出现更大的变化。1940 年代频繁发生的闹米风潮，更使地方富绅与政府的冲突公开

化、显性化，但却无有效的纾解办法，这也似乎提前预告了国民党统治之衰微。 

以温州来看，1927 年后党国政治的兴起显然削弱了地方士绅既有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重

塑了地方权力结构，这在米粮风潮的形成与处理上均有所反映。国民党统治时期温州的粮食骚

乱，有时与地方“权力人士”（包括新派商绅、党部领袖、民意领袖等）的运作有密切关系。

富户地主也可以在此时以贫民要求为由，要求政府减免田赋或军粮征购压力。地方党部、三青

团以及参政会等机构负责人，则希望能借此机会打击与他们不和的行政首长。新兴政治力量的

介入，使得民众米粮抗议的仪式也有很大变化，“拖洋油箱”后来甚至与党化意识形态仪式相

结合。抗议亦渐渐从自愿行动到组织化、政治化，都显示近代政治对民众抗议活动的影响在加

深。 

从粮食政治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从温州近代历史中看到两种看似相悖的现象：首先是所谓

“国家”力量似乎越来越强大。地方政府权力大大增强。国家对米粮的征取量越来越高，地方

保留部分变低。但国家力量的“强大”并不表示新的权力结构有很好的内部整合。因此，我们

也可以发现，越到后来，地方权力结构内部分裂越加剧，政府统治合法性危机亦日益加深。政

治权力的碎片化在 1927 年后温州的历史中表现得很明显。一方面是代表“国家”的专员公署

与县政府、田粮处等行政机构规模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是局部代表“地方”的党部、三青团、

参议会等机构亦在互相竞争，同时与行政机构关系紧张。所谓“国家”，与“社会”一样，其

实都是一种复数形式的存在。但是，地方层面的权力资源总是有限的，原有稳定系统瓦解或被

破坏之后，声称代表“国家”或“社会”的机构或人员之间便存在激烈权力竞争。在这种复杂

动态关系中，人民的生存需求（如口粮问题）便有可能成为影响政治变迁的一个隐秘要素。 


